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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应对现于新冠肺炎疫情中
“心理台风眼效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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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心理台风眼效应”描述了民众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非理性恐慌心理和行为，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

所李纾及其团队在“5 · 12”汶川特大地震后发现并命名的现象。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调查身居 5 类

疫情不同风险地区（极低风险地区、低风险地区、中风险地区、中高风险地区和高风险地区）的人群对于武

汉市疫情的安全担忧和风险知觉，又发现了“心理台风眼效应”，即：国外受测者反而比国内受测者对武汉

市疫情表现出更多的安全担忧或害怕；随着所处地区风险水平的升高（从极低风险地区到极高风险地区），

民众对武汉市疫情的风险知觉反而降低。也就是说，在空间上越接近高风险地点的民众心理越平静，越远离

高风险地点的民众反而更对高风险地点的风险感到恐慌。基于“心理台风眼效应”的研究发现，提出 4 条有

针对性的防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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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在武

汉市暴发，并在短时间内影响全国。新冠肺炎传染性

强、病因和发病机理未明，这使得防控工作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困难。在疫情防控期间，恐慌与害怕是人们应对

周围环境中各类危险的最本能反应。然而，值得注意

的是，以往研究显示客观危险与主观害怕之间的关系

常常并非一一对应。尽管危险事件（hazards）是客观存

在的，但是并不存在“真实的风险”（real risk）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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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风险”（objective risk）[1]。为了准确描绘民众

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真实心理感受，笔者团队调查了身居

国内外 5 类不同级别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地区的人群对于

武汉市疫情的风险知觉，以期进一步探索客观危险与主

观害怕之间的关系，揭示民众的心理究竟是遵从“涟漪

效应”，还是遵从“心理台风眼效应”。

1 从“涟漪效应”到“心理台风眼效应”

在风险研究的早期阶段，研究者认为个体的主观

风险知觉正是客观风险的直接反映。研究者指出，由

于风险事件所导致的恐慌，应如同掷入水中的石子所

激起的涟漪一样——“涟漪效应”（ripple effect）[2]：

风险中心区的群体风险知觉水平最高，随着风险事件

的影响一圈一圈向外扩散，非风险中心区个体的风险

知觉水平将逐渐下降。

然而，调查数据却显示外部环境的客观风险与内

心的主观风险知觉并不一致。2008 年“5 · 12”汶川

特大地震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李纾研究组对

灾区和非灾区居民进行了有计划的大规模调查，研究

发现，越接近震中的个体，心理反而越平静[3]，即：

随着主观判断其所在地灾情严重程度的增强，居民估

计核心灾区对医生和心理学工作者的需求量、发生大

规模传染病的可能性及需要采取的避震措施的次数均

随之减少。其他研究者同期所做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

点 [4]。后续调查进一步显示这种效应并不是暂时出现

的，在震后 1 个月、4 个月和 11 个月后，灾区与非灾

区间仍然存在这种现象[5]。因此，李纾团队假“台风

眼”一词对该现象进行了命名[6]。所谓“心理台风眼

效应”（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指的是越接近风

险中心区，个体的心理越平静，风险知觉水平越低。

“心理台风眼效应”的研究一经发表后就受到了学界

诸多学者的关注。Nature 高级主编 Noah Gray 指出，

“心理台风眼效应”的研究有助于预测突发危机事件

后公众的普遍反应，并告诫调查人员“在采访幸存者

和评估灾后援助时必须保持谨慎和怀疑的态度，因为

灾民所提供的信息可能会受到‘心理台风眼效应’的

影响”。

2 “心理台风眼效应”的潜在机制

目前，有关“心理台风眼效应”的研究虽然已经

得到了多方证据的支持，但是仍然鲜见探讨其机制的

研究。综合来看，学术界所提出解释和预测“心理台

风眼效应”的可能机制可概括为 4 类。

（1）获益判断（benefit judgment）。有些研究者

认为造成风险中心区与非中心区认知偏差的主要原因

在于，居住在风险机构（如核电站）周围的民众在受

到生命威胁的同时，往往也能从中获得更多好处，如

获得工作机会与工作收入等[7-9]，个体就此形成策略性

的风险认知。

（2）心理免疫（psychological immunization）。

Maderthaner 等[10]认为多次经历可能会产生熟悉化和

习惯化过程，从而降低居民对风险的认知。然而，

Li 等 [5]在汶川特大地震震后 3 轮纵向调查中发现，直

到震后 11 个月，个体仍然表现出显著的“心理台风眼

效应”，并没有随着事件发生时间的增长，表现出心

理免疫所预测的结果。因此，用该机制解释“心理台

风眼效应”的有效性仍待进一步讨论。

（3）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有研究

者认为，当人们处于风险事件影响中时，改变对潜在

风险情景的信念和态度比改变自己的处所位置更加容

易 [3-5]。由此，认知失调使得处在风险中心区的个体降

低了自己的风险认知水平。而居住在非风险中心区的

居民并没有体验到认知失调，故无须改变态度。值得

注意的是，正如 Li 等[5]所指：认知失调很难在现场研

究中予以验证，其解释的有效性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证实。

（4）体验 -描述（ the descr ipt ion–experience 

gap）。处在风险中心区的个体是依靠经历到的负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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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来知觉风险的，属于经验性决策；然而，非风险中

心区的个体依靠的则是各种媒体信息的描述。经验性

决策对小概率事件的发生率评价更低[11-15]，从而造成

了非风险中心区和风险中心区的风险认知偏差。

3 新冠肺炎疫情中被侦测到的“心理台风眼
效应”

新冠肺炎疫情所导致的风险显然不同于 2008 年汶

川特大地震灾情，甚至不同于 2003 年的“非典”疫

情。在汶川特大地震中，地震中心是明确且唯一的风险

源；在“非典”疫情中，风险源仍然集中在北京、广东

和香港等地，其他地区的病例数则非常少见。而在此次

新冠肺炎疫情中，虽然疫情的重灾区源于武汉，但客观

的风险源已遍布全国，并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即便

不在武汉，身边照样有客观风险源的存在。

在这种情景下，调查民众的风险知觉水平，或者

负性情绪（如恐慌），则须谨慎给出精确的指导语，

须明确是对“武汉市疫情”的风险知觉，还是对“一

般的、身边的疫情”的风险知觉。若测量的是后者，

其结果很可能如“涟漪效应”所预测，因为“心理台

风眼效应”并没有假设或预测：远离武汉的民众（如

北京人），他们知觉到的本地（如北京）疫情的风险

水平会高于武汉人知觉到的武汉疫情的风险水平，或

者说，北京人对北京的安全担忧要大于武汉人对武汉

的安全担忧。“心理台风眼效应”所探究的是远离风

险源中心的人在评估或预测风险源中心民众（即本研

究中的武汉人）的安全担忧时所出现的偏差。为了厘

清“心理台风眼效应”与“涟漪效应”的区别，探索

“心理台风眼效应”是否有可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被

侦测到，笔者团队于 2020 年 2 月 20—25 日开展了一项

由多国受测者参加的调查研究。

3.1 方法
3.1.1 受测者

我们通过微信推送（如海外高校联盟群、捐赠者

群），调查了 351 名身居国内外（据自我报告填写问

卷时的居住地）的受测者。受测者年龄均在 18 岁以

上，无报酬地对“问卷星”提供支持的问卷版作答。

样本的组成比例情况见表 1。

3.1.2 变量测量

在网络问卷中，我们记录了受测者的性别、年

表 1    人口统计学变量 （N = 351）

              变量 百分比 （%）        变量 百分比（%）

性别
男 41.0

风险地区

极低风险地区 23.6

女 59.0 低风险地区 19.7

年龄

20岁以下 4.0 中风险地区 25.4

20—30岁 46.4 中高风险地区 18.8

30—40岁 23.1 高风险地区 12.5

40—50岁 13.4

身份

周边没有且未接触任何病例的人 72.4

50岁以上 13.1 知道附近小区有确诊病例的人 19.1

居住地
国内 63.5 参与相关工作的医务人员和疾控人员 1.1

国外 36.5 密切接触者 0.3

患者或疑似患者 0.6

其他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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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居住地、身份  4 个人口统计学变量（表  1）。

根据腾讯新闻2 0 2 0年  2  月  2 5  日发布的疫情地图

（图 1），以及受测者所在地的确诊病例数量（国内

以省份计，国外按国家计，以截至 2 月 25 日国家卫

生健康委官网发布的疫情数据为准），我们将受测者

所在居住地根据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程度划分为极低

风险地区、低风险地区、中风险地区、中高风险地区

和高风险地区 5 个级别。5 个风险级别的具体划分如

表 2 所示。

参照前期在汶川特大地震中所采用的题项[3,5]，我

们选择了 2 个大众十分关注或担心的问题，作为人们

对“武汉市疫情”（客观危险）的主观害怕的测量指

标。① 估计武汉人为购买一个“一罩难求”的医用防

护口罩所愿意出的最高价钱；② 估计武汉地区大、

中、小学 2020 年抑或被教育部要求推迟开学的天数。

具体的测量条目如下所示：

 您估计武汉人购买一个医用防护口罩所愿意出的最

高价钱是_____元 （填写范围：0—1 000 元）

 您估计武汉地区大、中、小学 2020 年的开学时间会

推迟几天？_____天（填写范围：0—100 天）

这沿用了此前在汶川特大地震研究中对风险知觉

的评估方法[3]，即：受测者对武汉市疫情的风险知觉

越高，受测者估填的数值（元/天）则越大，反之越

低。

表 2    全球地区风险级别与受测者所在国/地区

受测者居住地风险级别 累计确诊病例（人） 地区（省份/国家）

极低风险地区 0—19

青海、西藏、澳门
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俄罗斯、比利时、新西兰、爱尔兰、   

丹麦、荷兰、印度尼西亚

低风险地区 20—199
云南、海南、贵州、天津、山西、辽宁、吉林、甘肃、新疆、内蒙古、宁夏、香港、台湾
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中风险地区 200—699
江苏、重庆、四川、黑龙江、北京、上海、河北、福建、广西、陕西
韩国

中高风险地区 700—9 999
广东、河南、浙江、湖南、安徽、江西、山东
日本

高风险地区 10 000 以上 湖北

图 1    腾讯新闻 2 月 25 日发布的世界疫情地图（a）和中国疫情地图（b）

确诊病例数
≥ 10 000人
1 000—9 999人
500—999人
100—499人
10—99人
1—9人
0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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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结果
我们采用了 3 种方式来定义“距离”，以考察处

于离武汉不同距离的受测者对武汉市疫情的风险知

觉。

3.2.1 客观（物理）距离和主观（心理）距离

我们采用“受测者所在地离武汉市的客观（物

理）距离（km）的对数值（lg 客观距离）/受测者自

我评定的离武汉市的主观（心理）距离”①作为自

变量，以“口罩出价/延期天数”作为因变量，“性

别”“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分别进行层次回归分

析。

结果表明：“ lg  客观距离”对“口罩出价 /延

期天数”的回归方程显著（F口罩出价(3, 347) = 3.36，

P = 0.019，R2 = 0.028，调整后的 R2 = 0.020；F延期天数 

(3, 347) = 9.48，P < 0.001，R2= 0.076，调整后的 R2 = 

0.068）。在控制了性别、年龄的情况下，受测者所

在地离武汉市的“客观距离”越远，他们对于武汉人

购买口罩的出价估计值就越高，对武汉市大、中、小

学 2020 年推迟开学天数估计得就越多（β口罩出价=0.13，

P=0.013；β延期天数= 0.24，P < 0.001）（图 2a 和 3a）。

与之相似地，“主观（心理）距离”对“口罩

出价/延期天数”的回归方程显著（F口罩出价(3, 347) = 

2.89，P = 0.035，R2 = 0.024，调整后的 R2 = 0.016； 

F延期天数(3, 347) = 9.17，P < 0.001，R2= 0.073，调整

后的 R2 = 0.065）。在控制了性别、年龄的情况下，

受测者离武汉的“主观（心理）距离”越大，他们

对于武汉人购买口罩的出价估计值就越高，对武汉

市大、中、小学 2020 年推迟开学天数估计得就越多

（β口罩出价=0.12，P= 0.028；β延期天数= 0.23，P < 0.001）

（图 2b 和 3b）。 

① 客观（物理）距离：受测者居住地距武汉地区的最近距离 2.55 km，最远距离 11 664 km；主观（心理）距离：最远
距离设定为 100，最近距离设定为 0。

图 2   受测者客观（物理）距离（a）和主观（心理）距离（b）与其估计武汉人购买一个口罩愿意支付的最高价
钱的关系

 图 3    受测者客观（物理）距离（a）和主观（心理）距离（b）与其估计武汉大、中、小学推迟开学天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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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受测者居住地风险级别

根据受测者居住地的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

我们将受测者的居住地划分为  5 个不同的风险级别

（表 2），居住地风险级别越高，表示为受测者离武

汉的距离越近。对“估计口罩出价”和“延期天数”

进行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不同居住地风险级别的受

测者在“估计口罩出价”和“延期天数”上均存在显

著差异（F口罩出价(4, 346) = 2.93，P  = 0.021，ŋ 2 
p  = 

0.033；F延期天数(4,  346)  = 6.84，P  <  0.001，ŋ 2 
p  = 

0.073）。事后分析结果表明，在估计口罩最高出价方

面，随着受测者居住地风险级别的增大，受测者对武

汉人购买一个口罩愿意支付的最高价钱的估值总体呈

下降趋势；其中，处于高风险区的受测者的估计值最

低，且与处在中风险区、低风险区，以及极低风险区

的受测者的估计值差异达到了显著性水平（P < 0.01）

（图 4a）；在估计推迟开学时间方面，随着受测者居

住地风险级别的增大，受测者对武汉地区大、中、小

学 2020 年推迟开学天数的估计呈下降趋势；其中，处

于高风险区的受测者的估计值最短，且与处在中高风

险区、中风险区、低风险区和极低风险区的受测者的

估 计 值 差 异 均 达 到 了 显 著 性 水 平 （ P < 0 . 0 5 ）

（图 4b）。

3.2.3 受测时所处国家（国内和国外）

我们根据受测者受测时所处的国家地区，将他们

归为国内组或国外组，对估计“口罩出价”和“延期

天数”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国外受测者（M = 

176.72，SD = 229.78）在估计武汉人购买一个口罩愿

意支付的最高价钱要高于国内受测者的估计值（M = 

154.46，SD = 199.70），但未达显著差异（F口罩出价(1, 

349) = 0.90，P = 0.342）（图 5a）；国外受测者估计的

图 5   受测者受测时所在的国家与其估计武汉人购买一个口罩愿意支付的最高价钱（a）和
武汉大、中、小学推迟开学天数（b）的关系

图 4    受测者居住地风险级别与其估计武汉人购买一个口罩愿意支付的最高价钱（a）和武汉大、中、
小学推迟开学天数（b）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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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地区大、中、小学 2020 年推迟开学天数（M = 

55.13，SD = 24.79）显著多于国内受测者估计的天数

（M = 44.35，SD = 25.31；F延期天数(1, 349) = 14.95，P < 

0.001，ŋ2 
p  = 0.041）（图 5b）。

总之，在审视图 2—5 所示的结果后，可得出一个

较肯定的结论：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仍然侦测到了

“心理台风眼效应”，即：“远离”武汉的民众，他

们知觉到的武汉疫情的风险水平显著地高于“接近”

武汉的民众。处在“心理台风眼中心”——武汉的受

测者，他们对疫情中心风险水平的估计反而相对是最

低的（最风平浪静）。

4 讨论与建策

研究结果揭示此次新冠疫情所导致的恐慌呈现

“心理台风眼效应”，而非“涟漪效应”。调查显

示，远离武汉、身居国外的受测者比身居国内的受测

者对武汉的疫情更担忧。“心理台风眼效应”的再次

验证对非常规突发事件下各级部门的政策制定和应急

管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首先，通过准确描述灾害

事件中“心理台风眼效应”的表现形式和规律，有助

于相关部门因时、因地、因人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策

略，从而为有序应对风险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

其次，该效应提示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多方群体的风险

知觉差异，对调研结果谨慎使用。

为了消除“心理台风眼效应”的影响，减缓国内

甚至国外民众对新冠肺炎疫情过高的担心和焦虑，提

出以下 4 条可操作的建议。

（1）建议政府加强舆论引导，针对不同区域采用

差异化策略。对于疫情中心区：迅速让民众充分意识

到疫情防控的严峻性，强化当地民众的危机意识，做

到全城戒备。对于非疫情中心区：建议政府将信息沟

通重点放在降低恐慌心理上，加大信息透明度，及时

公开疫情最新动态，及时辟谣，使用简单易懂的方式

告知民众现状是什么、怎么做。

（2）建议不仅要改进国内媒体，也要改进驻外、

对外媒体的疫情报道方式。媒体在报道疫情中心武汉

或者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时，正确的报道原则是：所

听所闻既不完全是与疫情无关的信息，也不完全都是

疫情信息。也就是说，在报道疫情的同时，应该同时

报道与新冠肺炎无关的新闻报道，增加对疫情下企业

生产、市民生活、保障安排等相关信息，以及其他事

件的报道。要让国内其他地区的民众像武汉本地人一

样感受到真实的武汉，让国外民众像我们一样感受到

真实的中国。从而有效避免国内民众对武汉市或湖北

省不可取的“地域黑”，避免国外民众对国内疫情的

过度反应和偏见。

（3）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标准格式，

指导各地政府部门科学发布信息。媒体在报道疫情

发展动态时，应当慎重选择“数字”和“比例”的

表达方式。例如，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报道中，

《12 月 1 日，卫生部通报目前共有 4 人（案例个数）

接种疫苗后死亡》——这类新闻标题将使大部分民众

的注意力集中在“4 人死亡”这一信息上，以至于民

众对疫苗产生过度的质疑、忧虑乃至恐慌。但事实

是：共有 2 891 万人接种甲流疫苗，其接种死亡率大

约只有 1/7 200 000（事件发生概率）。因此，媒体在

报道疫情的确诊病例、死亡病例等数据时，可以增加

发生率、致病率、致死率等比例数据，以及其他传染

类疾病的致病率、致死率等比例数据的报道，帮助民

众理性认识新型肺炎疫情的情况，既不因轻视疏忽风

险，也不因过度担忧导致恐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

息发布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发布确诊率、病亡率等

坏消息时，以“数字信息附人口基数”的形式报道，

而不是单独以数字信息的形式发布；发布治愈数、出

院数等好消息时，以单独数字信息的形式发布，不建

议与人口基数一起报告。尽可能使用图文结合的信息

发布方式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核心信息。

（4）建议平台改进疫情期间消息发布算法，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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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可信度更高的权重。此次疫情期间不实新闻（谣

言）频繁出现，这或许是引发民众对疫情的担忧和焦

虑心态的原因之一。因此，建议让新闻发布平台（如

新浪等）建立起新闻来源（如微博账号等）的可信度

数据库；疫情期间在平台发布消息的算法中，平台给

来源可信度赋予更高的权重；来源可信度高的新闻优

先呈现，并在信息发布的同时标注来源可信度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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